
 您的位置：科研情况——新闻传播评

我国对外传播中国际受众心理研究 

发布时间：2005-05-25 阅读次数：143506次 本文章来自：sjc

□ 郭  可  

 

        一、总论 

        近20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的

对外传播媒体（本文主要指英语媒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基本形成多语种

并用、多种媒体并存的模式。就语种而言，已形成以英语为龙头、附以40多种

其他外语并重展开对外传播的格局。1981年以前，我国对外传播的媒体主要以

电台、通讯社和杂志为主，现在报纸、电视和互联网迅速跟上，基本形成多种

媒体并存的格局。[1] 

        尽管如此，我国英文媒体在外国受众中的可信度仍较底。笔者去年在上海

的外国人中曾作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来华的外国受众中真正相信我国英

语媒体的人数所占比例还较底，只有25%左右 （见表1）。当然，完全不相信

的比例也不多，为15%。而大多数的受众（60%）持谨慎态度或不想发表意

见。这说明他们还不完全信任我国的英语媒体。 

 

来华外国受众对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 

 

        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程度不高会直接导致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传播效果相

对较差，或者说还不够理想，无法在国际舆论中享有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

影响力。（张振华--加注）这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新闻业务看，我们的

新闻报道选择针对性不强。前中宣部部长朱穆之对此有个形象说法：你想说的

都说了，我想知道的你都未说 （朱瑛璜语—加注）。此外，由于受到我国目

前政治体制的影响，我们新闻报道方式因过分强调正面报道而缺乏全面性，因

而相对于国际受众来说我国英语媒体总显得较片面和不可信。 

        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外，我国英语媒体的传播效果相对较差主要与我们

你是否相信中国英语媒体 人数 / 百分比 

相信 16 / 24.2 %

不相信 10 / 15.1 %

既相信又不相信（持谨慎态度） 30 / 45.4 %

不想发表意见 10 / 18.2 %

  共66人 



缺乏对对外传播中国际受众心理的研究有关，集中表现在我们对国际受众定位

问题上。 

        二、我国忽略国际受众心理研究的成因分析 

        我国在国际受众定位的问题有过波折。在“文革”以前，我国对外广播的

受众基本上是政治上的中间分子，即对我国了解不多，甚至对我国还有许多疑

虑但并不敌视的人。“文革”期间，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中间听众论”、“迎

合资产阶级”，而把马克思主义左派“确定为主要的受众。 结果失去了许多

受众。据统计，国际台（那时叫北京电台）听众来信量曾在1965年创下28万封

的记录，但到了“文革”期间，跌到2万封以下。[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传播已基本排除“左”的影响。但现在我国对外

传播的受众定位有两大趋势值得注意：首先，我国英语媒体（广播、电视、报

纸、杂志和互联网）受众定位的趋同倾向较明显，一般都确定为：境外受众

（外国人和华侨）、境内外国受众（以工作、学习和旅游为目的）和国内受众

（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 因此，我国对外传播各个媒体的国际受众缺乏个

性化。此外，虽然各大英语媒体也有受众的反馈渠道，但其外国受众调查还缺

乏专业化操作，基本上由各媒体自行展开，而不是由独立的调查机构来进行。

即使获得了一些受众调查结果也往往不对外，处于一种“保密”状态，对提高

传播效果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国日报》的常务副总编黄庆认为，目前许多英语媒体不敢或不愿做受

众调查，因为调查的结果可能会使媒体本身难以接受。[3] 当然，缺乏有效资金

也是受众调查较难开展的另一个原因。客观上，国际受众的调查费用比国内受

众调查会更高、更难。这些都使得我国对不同英语媒体的外国受众的心理状况

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可能进行系统化、程序化的研究，因而较

难对国际受众进行正确定位，还未形成非常明确的受众群。换言之，我国对外

传播过程中有时还存在靠“拍脑袋”来决定国外受众心理状况和需要的现象。

（加注--陈静溪语）由此产生的新闻报道，其效果可想而知。 

        三、加强国际受众心理研究的必要性和作用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之所以忽略对国际受众心理研究主要与我

们内部体制政治化程度较高有关；同时也可以看出我们重视并加强对国际受众

心理研究的必要性和作用。 

        1．加强国际受众心理研究是我们尊重对外传播规律，突出以人为本这一

思想的表现。 

        我们在中文新闻报道中出于对国内稳定大局出发，应该突出以正面报道为

主这一方针，笔者认为应该提倡。 

        但是我们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针对国际受众，其影响力主要针对非华裔的外

国受众为主（至少在理论应该如此）。尽管我们可以列举百分之一百的理由来

证明我们现阶段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方针的必要性和在中国的现实性，但是如果

多数国际受众不接受或者不喜欢“我国英语媒体塑造的基本上是正面形象，舆

论一致和基本没有批评意见”[4] 这一印象，那么我们的英语媒体就很难起到应

有的作用。这也说明我们的对外传播报道方针必须必须遵循对外传播的规律，



适合不同国际受众的特点， 

        当然，这不是说在对外传播中我们不能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但这

必须以我们对外传播是否有效果为前提，要看我们对国际受众心理状态的了解

和把握程度。 

        2．了解国际受众心理可以提高对外传播的针对性，是取得良好效果的前

提，也是要解 

        决我国对外传播不够理想的必由之路。我国的英语传播媒体主要是针对国

内外国际受众和国外华裔。上文中提及我国英语传媒之所以效果且佳是因为我

国的英语报道缺乏针对性。那么我国的英语报道为什么会缺乏针对性呢？笔者

认为还是因为我们对国际受众的接受信息的心理状态缺乏足够的了解而造成

的。因此，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我国各种英语媒体的各自的受众心理状态是我

们目前的当务只急。 

        只有当我们在了解了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后，我们才能深入了解受众的信

息兴趣和信息需求，进而改进我们的报道方针和报道形式去满足国际受众的心

理需求。而当我们的英语媒体能满足在国际受众的信息兴趣和信息需求之时，

也是我国英语媒体取得良好效果并扩大国际舆论界影响力之际。 

        从某种角度讲，国际受众的心理研究也事关增强我国英语媒体的国际竞争

力问题，事关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和生存问题。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将显得更

为明显。 

        3．了解国际受众心理还可以时时为我国对外传播提供一枚自我检测的镜

子，可以使我们不断从这枚镜子中找到自己的不足，至少可以预防在国际受众

中出现一些逆反心理的出现。这里的逆反心理是指国际受众个体违背传播者意

图的心理活动，表现为情绪抵触和反向思辩。[5] 我们在这方面吃过不少亏。由

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过去（如“文革”中）说过不少假话、大话，使我们的

媒体（包括英文媒体）的可信度大打折扣，结果现在在国际受众（尤其是西方

受众）中出现较严重的逆反心理，把我国的英语媒体传播当成完全宣传，不相

信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即使我们是客观、真实的报道，但国际受众总表示怀

疑。我国英语媒体的效果不佳和近20年来出现的连续不断的反华浪潮可能都与

这种逆反心理有关。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了解和把握国际受众心理是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

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性。 

        四、国际受众的心理特点和分类 

        新闻受众心理（包括国际受众心理）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心理，是人们在

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并互有影响的主体反应。新闻受众的心理一般具有四大

特点：即随意性、交融性、互动性和差异性。[6] 这些心理可能都与受众心理的

共同特点：求新心理、求真心理、求近心理和求短心理等有关。[7] 

        但笔者认为国际受众的心理还有其特殊性。首先，体现在其跨文化和跨国

界性。这就决定国际受众的心理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紧密相关，是

不以对外传播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种的主观的客体。其次，国际受众的心

理还具有难确定性。他们一般生活在在异国他乡，远离我们的英语媒体。所



以，要正确了解国际受众的心理状况并非易事。况且，国际受众也不是一成不

变，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使得精确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变得更难，也给

我们改进对外传播报道带来一定的困难。 

        我国对外传播的国际受众可以根据国家、年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

方面进行分类。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对外传播的国际受众可以分为以下三大

类： 

        1．  海外华侨和华裔：他们虽然身居海外，但中国文化的渊源和华人在政

治上的从属地位使他们与中国无法分离。他们会接触各种所在国的媒体，但也

愿意接受来自我国的媒体信息。他们对待一些反华言论一方面会觉得感情上无

法接受，但同时他们也会认为这些西方媒体说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国国内某

些方面是应该作些改进。总体来说，他们内心希望中国能强大，渴望了解在中

国发生的一切，因此我国的英语媒体在这类受众中会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2．  非西方国家的受众。由于没有政治偏见，他们对中国相对较友好，偏

见也较少。 

        对待西方媒体中对中国的报道，他们不会完全苟同，会采取较客观、公正

的态度看待中国。当然他们对待我们的问题也会实事就是地指出。只要我国英

语媒体报道方针应运得当，传播效果应该不会太差。 

        3．西方国家受众。 由于长期受西方媒体对中国负面议题设置的影响，又

加上对中国情况缺乏了解，或者能了解中国的渠道较少，他们一般对中国总存

在或多或少的偏见，所以他们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的报道（不管是否真实）基

本上认同，而对我国的英语媒体报道则拥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对我们的报道

还会出现一种逆反心理，因此在这类受众中的传播效果相对会差一些。但是由

于现在国际传播界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客观上我国的英语媒体所针对的重点

对象也应该是西方国家的受众。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严

峻现实。 

        五、如何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 

       从上文可以看出，我们要能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既要了解他们的一

般特点，更要熟谙他们的特殊性。只有我们努力学会去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状

态，才能主动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改进我们的英语报道，取得较好的

传播效果。 

       就目前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德国学者马莱茨克1963年提出的大众传播过程

模式中对新闻接受者的心理分析也同样适合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国际受众心

理分析。[8] 对我们有效把握国际受众的社会心理活动颇有启发。 

       1．国际受众的自我形象：国际受众中每个个体在其所在社会中的角色、态

度、价值观的感知等因素，构成了这个个体在接受传播时的心理定势，决定了

他或她接收或拒绝某种新闻信息。这些自我形象的形成与国际受众所在国家的

政治、经济和传播体制有密切关联。这就要求我们对外传播工作者在熟知国际

受众的语言的同时，还必须研究国际受众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传播体制以及

他们对国际受众的影响，即国际受众的自我形象问题。这样才能找到我们对外

传播的切入点。而这一切入点对我们有效的对外传播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2．  国际受众的个性结构：指国际受众的个性心理特征，如气质、性格、能力 

场依存性和场独立性等对国际受众的影响。这方面对我国对外传播具有较大的

现实性。上文中，我们提及我国的传播媒体现有的受众定位还不够明确，过于

笼统。加强对国际受众的个性结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明确对国际受众的定

位，进一步细化国际受众，确定有效的对外传播报道方针，加强我们的报道针

对性，既可以节省成本又可以提高效率。 

       3．把国际受众作为公众一员：作为社会成员的国际受众在接收新闻媒体的

信息时与接收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信息时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和行为表现。这一

问题涉及我国的宏观对外传播战略和英语媒体传播的关系问题。 过去，我们

总是认为对外传播只是英语媒体的事情，与其他部门无关。其实，对外传播涉

及到我国每个部门，其中包括媒体传播和人际传播。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

模式表明有时人际传播会起到媒体传播无法替代的作用。我国对外传播的实践

也证实了人际传播的重要性。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国开始逐步注重国家形象的

塑造，并有意识组织国外的文艺演出、展览会、领导人出访和接受外国记者采

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１９９９年还花费５００万美元的巨资在美国主要大

城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人际传播活动，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4．国际受众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指国际受众生活的社会、社区、家庭以及

所归属的社群对其的影响。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人际传播的延伸，是人际传播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国际受众除了生活在一定的有形的国家体制之中，他们还归

属其他非国家和无形的社群。而这些社群对国际受众接受外界信息同样有着不

可忽略的作用。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美国传播心理学家肖(Shaw)和麦科姆

（MaCombs）的支_'d6。他们在提出著名的媒体议题设置理论后又提出了议

题融合的理论，并认为议题设置注重人们了解到了什么, 或者至少是大众传媒

所报道的事件在受众调查反馈中的反映；而议题融合则把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

变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知晓过程的一部分。议题融合理论认为个人会运用多种媒

介与他人保持联系，并且认为与社群议题的融合是一个永不间断的社会过程。

也就是说，社会环境对国际受众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影响的大小和程度需要

不断更新。[9]  就我国对外传播的目前而言，这也是一个了解国际受众的非媒

体舆论场的问题， 

        六、结束语 

        总之，加强我国对外传播中国际受众的心理研究主要是为了使我们在对外

传播过程中做到为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使我们的对外传播英语媒体能真正发

挥作用，既能改变国际受众的态度转变，同时能有效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 (尽

管这需要较长时间且难度也较大)。这样，我国英语媒体才能逐步融入国际舆论

界并扩大我国在国际舆论间的影响力，并使之与我国的大国地位相比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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